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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

及相关问题研讨

王志高王光明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 江苏南京210004)

内容提要：南京红土桥出土的一批南朝泥塑像，是六朝都城建康地区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据分

析，遗物出土地点与南朝延兴寺遗址有关。从制作工艺角度观察，红土桥南朝泥塑像经彩绘、施釉妆銮

和入窑烧固等工序，与同时期百济泥塑像相似，属于同一制作工艺技术传统。而与北朝泥塑像之间存

在明显的差异，反映了南朝佛教文化对百济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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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下旬．南京市建邺区国税局在位于

南京城西南隅的鼎新路南段西侧的建邺区国税大

厦工地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座宋代古井和一座

南朝时期的灰坑。随后。由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对

发现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清理，其中南朝时期灰坑

中出土一批罕见的泥塑造像，造像虽均残损严重，

却是南朝都城建康地区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遗

物出土地点，据文献记载分析，与南朝延兴寺有

关。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南朝都城建康佛寺分布、佛

寺泥塑像的制作技艺以及南北朝佛教文化交流、

南朝佛教文化对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的深远影

响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就这批南朝

泥翅像及其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

界同道。

一泥塑像出土状况及伴出遗物

出土泥塑像的南朝灰坑位于此工地建筑基坑

的南壁下中部，东距鼎新路约57米．南距升州路约

65米(图一)。灰坑开口距今地表约3．1米，仅局部

在基坑之内，延伸至基坑之外的部分未能清理。已

清理的基坑内的灰坑部分平面形状不太规整，略

呈半椭圆形，东西径约2．1、南北径约1．5米，坑底东

深西浅，残深0．5～1．5米。坑内满填较多的残碎泥

塑像及少量的烧土块、碎砖瓦、瓷器残片等。泥塑

像残件大小不一，有80余块，其中可辨形制者有30

余块，大体分头像及身体残像两类．均通体烧结呈

砖红色，以下分类介绍。

图一／，南朝泥塑像出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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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头像照片(Hl：1)

头像残件见有2件，一件为残头像，另一件仅

存发髻。

标本H1：l，残头像。面相丰满，五官端正，大

圆眼，高鼻，微笑。前额饰连弧形短发，残存左耳，

大耳下垂。外耳廓局部尚存红色彩绘痕迹，内耳廓

局部施一层较薄的黄釉。头顶前部有一横扁长条

形插孔。原来可能戴冠。头像中空，颈底有一近方

形孔．似以方形木杆为骨连接头部与躯体部分。耳

部系单独捏塑后粘接于头侧，粘接痕迹明显。通高

15．8、宽13．6厘米(图二、三)。

标本Hl：9，发髻残件。发辫规矩整齐，高低错

落，转角生硬分明。外表有红色彩绘痕迹。两侧及

中央顶部有插饰物的小孔．髻底还有一个“凸”字

形插孑L。用于连接头部。高8．6、宽8．8厘米(图四、

五)。

余者皆为包括衣纹在内的身像残块，择其代

表者介绍如下：

标本H1：3，上身残块。存上半身及双肢，背部

图四，，发髻照片(Hl：9

0 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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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头像(HI：1)

外表局部尚存彩绘痕迹。内腔中空，从内壁痕迹

看，原以圆管状芦苇一类植物杆茎束扎作为内芯。

残高22．6、残宽25．2厘米(图六)。

标本H1：6．躯体残块。内腔见有两束芦苇状

芯骨。残长22．4、残宽20．8厘米(图七：1)。

标本Hl：7，躯体残块。外表局部尚存红、白两

色彩绘痕迹。内腔中空，从内壁痕迹看，原有两束

芦苇状芯骨。每隔3～10厘米横向紧扎。残高52．8、

残宽19．2厘米(图七：2)。

标本H1：8。躯体残块。外有一“天”字形刻划

符号。胎表陶衣外彩绘完全剥落。内腔中空，从内

壁痕迹看．原有两柬芦苇状芯骨，均每隔6～8厘米

横向扎紧。残高50．8、残宽22．8厘米(图七：3)。

标本H1：2，躯体残块，外有黑、红、白三色彩

绘痕迹，局部施褐釉。残长17、残宽14厘米(图七：

4)。

标本Hl：5。上身及一侧肢残块。残长16．4、残

宽14．2厘米(图七：5)。

O 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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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发髻(H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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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泥塑上身残块(Hl：3)

标本Hl：27，躯体残块。内腔见一圆管形芦苇

状植物杆茎束扎的芯骨痕迹。残高15、残宽10．8厘

米(图七：6)。

标本Hl：25，躯体残块。一面较平整，中央有

一长条状凸起。内腔中央有一横扁长方形插孔。残

高24、残宽29．6厘米(图七：7)。

标本H1：22，躯体残块。局部见施清晰的黄釉

痕迹。残长6．8、残宽5．5厘米(图七：8)。

标本H1：13，躯体残块。内腔见有圆管形芦苇

状植物杆茎柬扎的芯骨痕迹。残长12．2、残宽7．2厘

米(图七：9)。

标本H1：2l，衣纹残块。局部有红、白两色彩

绘痕迹。残长18、残宽7．4厘米(图八：1)。

标本Hl：10，衣纹残块。有条状衣纹。外胎似

施一层白色胎衣。其外局部尚存红色彩绘和施黄

釉、绿釉的痕迹。残长19．4、残宽14．2厘米(图八：

2)。

标本H1：20，衣纹残块。局部尚存彩绘痕迹。

残长7．2、残宽7．2厘米(图八：3)。

标本H1：14。衣纹残块。局部尚存彩绘痕迹。

残长14、残宽12厘米(图八：4)。

标本H1：15，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

彩绘痕迹。残长11．8、残宽9．4厘米(图八：5)。

标本Hl：23，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

彩绘及薄黄釉痕迹。残长7、残宽5厘米(图八：6)。

标本H1：16。衣纹残块。局部尚存红、白两色

彩绘痕迹。衣纹间见有黑褐釉痕迹。残长7、残宽7

厘米(图八。：7)。

标本Hl：11。衣纹残块。局部有红褐色彩绘痕

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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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泥塑躯体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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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泥塑衣纹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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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残长13．8、残宽5．5厘米(图八：8)。

标本Hl：26，塑像底座残块。外表见有衣纹痕

迹，局部存红、白两色彩绘痕迹。内腔中有一圆管

状芦苇类植物杆茎束扎的芯骨痕迹。残长14、残宽

20．4厘米(图九)。

除塑像残件外，灰坑内还出土少量瓷器残片，

器形有瓷罐、瓷钵、瓷盏等，多青灰釉，少量青黄

釉，部分釉层剥落，典型器有：

标本Hl：33，瓷钵。敞口，弧腹，平底，口沿下

有一周凹弦纹，内底有轮旋纹。外施釉不及底，釉

层完全剥落。口径17．4、底径12、高5．2厘米(图十：

1)。

标本H1：39。瓷钵。仅存残片。敛口，弧腹，平

底。口沿下有一周凹弦纹。青灰釉(图十：2)。

标本Hl：37，瓷罐。仅存残片。侈口，鼓腹，内

外均施青灰釉(图十：3)。

标本H1：40，瓷盏。仅存腹部残片。外腹刻划

莲瓣纹。内外均饰青黄釉，开细碎冰裂纹(图十：

4)。

此外，灰坑内还出土有少量残砖，多呈砖红

色，仅见一块残青砖。砖有厚11厘米和5．5厘米两

种，前者砖表不平整，胎质粗疏；后者砖表光滑平

整，胎质精细。亦见一些筒瓦、板瓦残片，瓦片多呈

青灰色，有瓦片互相烧结粘连者，有过烧变形者．

有与土块烧结粘连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烧结

的红褐色土块。土块胎质极粗疏轻盈。

二泥塑像的时代、制作工艺与奉安场所

出土的泥塑像虽未见准确纪年材料。工作面

以上的地层亦在清理前已遭施工机械完全破坏．

灰坑、宋井以外的其他遗存也因施工工期未及清

理．但塑像出土层位清晰，与之伴出的灰坑内的其

他遗物颇具时代特点，如两件瓷钵(H1：33、Hl：

39)皆为南京地区东晋时期常见器形，一件瓷罐

(H1：37)亦常见于近年六朝建康城遗址中的南朝

地层．外腹刻划莲瓣纹的瓷盏(H1：40)更是典型

的南朝中晚期青瓷器标本。所在灰坑距今地表的

深度。参照我们在南京城南地区的考古发掘情况，

也应属于六朝地层范围。综此．这批泥塑像的时代

可确认为南朝中晚期。

这批塑像均为残件，仅一件头像(H1：1)大体

完整，像高15．8厘米。按照正常成人身高为头高的

O 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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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塑像底座残块(H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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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瓷钵(Hl：33、Hl：39)3．瓷罐(Hl：37)4。瓷盏(Hl：40)

万方数据



南京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及相关问题研讨

图十一／／南朝粱代建康城布局示意图

7～8倍的比例换算。估计其身高在110．6～126．4厘

米之间，属于比等身像稍小的中型塑像。其他塑像

虽皆不完整。但从H1：3、H1：6等身像残块大小看，

也多属中型塑像，只有H1：7、Hl：8等个别残像可

能属于等身像或比等身像稍大的大型塑像残件。

整理发现出土的塑像均为手工捏塑．从残头

像(Hl：1)、残发髻(Hl：9)的制作痕迹看，塑像为

身、首分别制作后以方木杆为骨连接，较大型的发

髻也是单独塑成后再固定于头顶，甚至连耳部亦

为单独捏塑后粘接于头侧。这种分制后再合成的

成像方法，既方便塑像的制作。使其细部刻划更加

生动逼真，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身像的内腔均有圆形或椭圆形中孔．较大型

的身像则有两个相连的中孔，孔径大小不一。凡身

像大者则孔径相应较大，反之则孔径相对较小。从

孔壁的痕迹判断，其芯骨似用芦苇类植物杆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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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成束．芦管径0．8～1．2厘米。芯骨外敷泥分内外

两层．内层胎胚用泥较粗疏，胎表多不平整，被有

意加刻了一道道竖槽，以使内外层敷泥牢固结合；

外层敷泥极细腻光滑。厚0．5—1厘米，其外再加工

衣纹等细部雕饰。因经火烧，外层敷泥多已脱落，

而露出内层粗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塑像残件内

外都呈烧透的砖红色。与仅因失火烧结的土块不

同，前者色泽均匀一致，后者外表红、褐、灰色彩斑

斓不一。换言之，这些烧结的塑像不是因为火灾所

致。而应是在泥像干燥后人窑烧成。不仅如此，

H1：1、H1：2、H1：10、H1：23、Hl：16、H1：22等多件

泥像残件外表还清晰见施黄釉、褐釉、绿釉痕迹，

釉层虽薄．但很均匀。也不似因火灾或在窑内无意

形成．而应是泥像入窑烧固前所施加的一道工序。

只是因为胎、釉结合不很牢固，釉层遭火灾变故后

大半脱落。此外，大多塑像外表都或多或少残留有

彩绘痕迹，色彩有红、白、黑等，惜因遭焚毁，已难

睹纹样原貌．甚至连色彩或许也严重褪变了。仔细

观察塑像残件．还能发现大部分彩绘和釉层下还

加饰一层陶衣．而施釉处则不再加饰彩绘。要言

之．红土桥出土的这批南朝泥像在塑成晾干入窑

烧造前经过了施釉、彩绘之妆銮工序。

遗憾的是。由于清理面积有限，特别是因为残

毁过甚。这批泥塑造像题材、艺术特征已很难辨

认。如后所析，这批塑像原是供奉于佛寺的雕塑

品，经与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辽宁朝阳北

魏北塔遗址【2】所出同时代泥塑像比较，红土桥所

出残头像(H1：1)、残发髻(H1：9)可能属于供养人

形像．而残身像之衣饰特征皆难究明，故其身份难

以确认．但不排除其中如Hl：7、H1：8等较大塑像

为佛像或菩萨像残件的可能。

关于发现塑像地点的性质，虽然出土遗物中

没有确凿的文字材料，但所幸文献记载中有相关

重要线索。《建康实录》卷二在介绍六朝建康城西

南所行之古运渎时称：“运渎旧有六桥：孝义，本名

甓子桥。次南有杨烈桥，宋王僧达观斗鸡鸭处。次

南出有西州桥，今县城(唐江宁县城)东南角路东，

出何后寺门。次南有高哗桥，建康西尉在此桥西，

今延兴寺北路东度此桥。次南运渎临淮有一新桥，

对禅灵渚渡，今之过淮水桥，名新桥，本名万岁

桥。”【3】记载中的运渎西岸、高哗桥南的延兴寺正是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者。《建康实录》卷八注引《寺

记》又云延兴寺为东晋康帝时所置两所佛寺之一：

“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延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

们～：：：仉．、弛州桥1一九nn n nⅢH西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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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延兴寺位置示意图

运沟西岸；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废也。”【4】《比

丘尼传》卷一则进一步指明延兴寺为建元二年

(344年)所创尼寺，具体地点在都亭里运巷内：“建

元二年。皇后褚氏为(尼僧基)立寺于都亭里运巷

内，名日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嘲延兴寺

与谢寺隔运渎相望，《建康实录》卷八云：“(晋穆)

帝时置僧尼寺三所：何皇后寺，在县东一里，南临

大道。彭城敬王造彭城寺。在今县东南三里，西大

门临古御街。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今改名兴严

寺。即延兴寺东隔运沟东岸也。”旧乐史《太平寰宇

记》卷九十又云：“(建康)西尉在延兴寺后巷。”综

而言之．延兴寺在六朝建康城西南运渎西岸、高哗

桥南，北有建康西尉，东与谢寺(兴严寺)隔运渎相

望门(图十一、十二)。

六朝时期的运渎是一条南接秦淮河，东北达

建康宫城(孙吴苑城、东晋南朝台城)，承担着建康

都城和宫城物资运输的重要人工水道。《建康实

录》卷二载：孙吴赤乌二年(240年)“十二月，使左

台侍御史郗俭监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名运

渎”。其下注云：“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

日苑仓。故开此渎．通转运于仓所，时人亦呼为仓

城。”I司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

云运渎六桥之一的高哗桥在宋代“乾道桥左右”，

叉云乾道桥有南、北二桥。“在古运渎上，今斗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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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桥相望”。至清代。南乾道桥改称红土桥。北乾

道桥改称草桥嘲．而斗门桥或讹称陡门桥。陈作霖

《运渎桥道小志》即云：“运渎水自斗门桥北流至红

土桥，再北过草桥而西折焉。”㈣运渎故道因其上

六桥自宋代以来历历可考。所在线路古今皆无多

大分歧。且其下游至明清时期仍为城内水路交通

之一部分。清末以后，因民居侵占、疏于浚治，运渎

才逐渐湮塞。民国末年．斗门桥至草桥一段河道竞

填为平地。今鼎新路南段即因运渎故道及其西侧

甘雨巷拓宽而成．而红土桥则约在今安品街与鼎

新路交汇处⋯】。出土南朝泥塑像的建邺区国税局

正在古运渎之西岸、红土桥(乾道南桥，即古高哗

桥附近)之南旧，与前述记载中的延兴寺位置完全

吻合，故这批泥塑像应是南朝延兴寺供奉礼拜之

物无疑。

因迄今所见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内蒙

古包头固阳北魏寺院、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河北

邺城东魏北齐寺院、辽宁朝阳北魏思燕佛图等北朝

寺院遗址中出土的泥塑像均发现于木塔址，有学者

认为当时的泥塑像原来应奉安在位于佛寺中心的

木塔内部的佛龛中，以供佛教徒进行礼拜旧。延兴

寺内有无木塔因史料记载阙略，不得而知，但从当

时南朝佛寺普遍设塔的情况推测，寺内有木塔的

可能性的确很大．而出土的泥塑像原来或许就安

放在木塔之中。然而根据佛教典籍记载。奉安佛像

之所也可能是佛寺中各类“殿堂”、“高堂”、“佛殿”

等建筑．故红土桥所出泥塑像也不能排除原供奉

于延兴寺内殿、堂的可能【m。

众所周知。南朝佛教极度兴盛，举国溺信佛

陀，作为一国之主的梁武帝竞三次舍身同泰寺，把

佛教的传布影响推向了顶峰。当时都城建康及其

周围梵刹林立，全盛时达700余所，仅郭内大寺即

达三百余所㈣。这些佛寺所遭毁灭性破坏主要有

两次：一次为梁末侯景之乱，《法苑珠林》卷一o

o引《舆地图》云：“梁武都下旧有七百余寺，属侯

景作乱，焚烧荡尽。有陈既统国及下人，备皆修葺，

表塔相望，星罗扬辇，经像之富，不可殚言。”【lq《佛

祖统纪》卷三十七亦云：“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荡

以尽，自(陈武)帝登极悉令修复。”It7l一次为隋灭

陈后。建康遗民为寇，乱平之后，寺宇荡尽。《国清

百录》卷二载隋晋王杨广答智觊蒋州事书云：“弟

子总持和南，爰逮高旨。腾蒋州僧所及。窃以僧居

望刹，食惟分卫；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诏专

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

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而亡殷顽民，不惭怀

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

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

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彼地福尽，方成丘墟。’悯

前次毁寺因有陈武帝修复。时间短暂。后次则为彻

底夷平。再无兴复。故《南朝佛寺志》卷上“延兴寺”

条即认为该寺“隋时废”。

今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焚毁痕迹明显。

同时伴出的遗物中火烧变形的泥块、瓦片比比皆

是，都是曾经遭受火灾破坏的明证。这场大火很可

能就发生在隋初。清末民初陈作霖《运渎桥道小

志》在记红土桥名由来时云：“尝有掘地深三尺者。

见其下土色皆红。而知见称之由．盖冶麓之余气

焉。”即认为红土桥旁地下所见红土乃因附近冶山

(古称红土山)余脉所在。其实。从我们近年在红土

桥周边其他多个建筑工地的考古发掘情况看．这

些工地地下并未见这种红土。所以红土桥旁地下

“土色皆红”不可能是因冶山余脉所在，而如前析。

当时所掘之地可能即在延兴寺遗址之上。所谓“土

色皆红”者，乃系被焚毁后的延兴寺址上遍地皆是

的红烧土块。

三 与百济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

性

红土桥出土的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是南朝时期

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㈣，然与其时代相当的北朝

佛寺遗址却屡见此类塑像出土．见诸报道者主要

有：1979年，河南洛阳北魏永宁寺遗址塔基周围地

层出土各类泥塑残像1560余件‘姗；1979—1980年，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被推定为北魏六镇之一怀朔

镇所在的城园圃古城寺院遗址出土彩绘泥塑残像

36件删；1981年，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塔

基回廊的四周及佛殿出土佛教题材的彩色泥塑像

残块16件陶；1986年，辽宁朝阳北塔塔基遗址周围出

土与北魏思燕佛图有关的泥塑残像1670余件昀：

2002年，河北临漳县赵彭城村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

寺塔基发现泥塑彩绘佛像和各式泥塑彩绘残件幽：

此外，1986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

北魏云中镇城址内也出土有与包头固阳城园圃城

址造型相似的泥塑残像闭。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遥远的朝鲜半岛西南端

三国时代百济国10多处佛寺等类遗址也先后发现

众多泥塑像残件。据介绍仅属泗泄期的遗存就有

扶余定林寺遗址、扶余陵山里寺址、扶余旧衙里遗

迹、扶余旧桥里遗迹、扶余临江寺址、青阳汪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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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百济泗池期佛寺等类遗址出土泥塑像一览表[携]

制作工艺

遗址名称 塑像种类 人窑
彩绘 施釉

塑像出土地点 时 代

烧成

扶余定林寺遗址 佛像、菩萨像、人物像、动物像 、／ 、／ 、／ 回廊西南隅 6世纪中期

扶余陵山里寺址 佛像、菩萨像、人物像、罗汉像 、／ 、／ 、／ 木塔址、中门址附近 567年前后

扶余旧衙里遗迹 人物像、罗汉像、动物像、 、／ 、／ 、／ 木塔址 6世纪后半叶

扶余旧桥里遗迹 佛像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6世纪后半叶

人物像、动物像、佛足、莲花纹台座 、／ 、／ 、／ 金堂址周围 6世纪后半叶扶余临江寺址
(?)

6世纪后半叶至
青阳汪津里窑址 人物像 、／ 不明 窑址

7世纪前半叶

扶余扶苏山废寺址 人物像、动物像 、／ 、／ 金堂址、木塔址(推定) 7世纪前半叶

恩山金刚寺址 人物像、螺发 、／ 、／ 金堂址 7世纪前半叶

青阳本义里窑址 佛像台座 、／ 不明 窑址 7世纪前半叶

佛像、菩萨像、天部像、神将像、恶
益山王宫里帝释寺址 、／ 、／ 木塔址、废弃场 7世纪前半叶

鬼像、动物像、人物像

中院金堂址、西院金堂
益山弥勒寺址 佛像、螺发 、／ 、／ 7世纪前半叶

址、木塔址

窑址、扶余扶苏山废寺址、恩山金刚寺址、青阳本

义里窑址、益山王宫里帝释寺址废弃场、益山弥勒

寺址等(表一)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定林寺遗址，

不仅寺址经过了比较全面的考古发掘，清晰揭露

出其平面前塔后殿、殿后设讲堂、周绕回廊的布

局．而且寺院回廊内西南隅等处出土的佛像、比丘

像、世俗人像等各类泥塑残像至少达80余件，其保

存相对完整之头像、衣饰特征较为明显之身像的

数量都远较其他地点为多，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闭。

以上出土的这些北朝和百济泥坦佛教造像，

近年已引起中、韩两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造像

风格及其渊源、内容题材、制作工艺、传播路径、安

奉场所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唧。特别是关于洛阳

北魏永宁寺址与扶余百济定林寺址的比较，学者

们已经注意到定林寺发现的泥塑残像与永宁寺出

土的泥塑残像的造型乃至大小都具有不容忽视的

共同特征，而在寺院的平面布局上，虽二者都在中

轴线上依次排列寺门、佛塔、佛殿，同为前塔后殿

之布局，但定林寺佛殿后设有专供讲经的讲堂，而

永宁寺却未见殿后讲堂之设．因此认为百济定林

寺是仿效当时南朝佛寺修筑而成，甚至定林寺之

名也很可能仿自南朝都城建康钟山名刹上定林

寺，而两者泥塑像艺术造型应是同受同一来源即

中国南朝的影响【蚓。但是由于南朝都城建康佛寺

遗址迄今未作正式考古发掘，泥塑造像过去也未

见实物资料。以上认识还只是根据文献记载所作

出的推测，留下一定的缺憾。

红土桥出土的南朝泥塑像因过于残毁。故在

造像内容题材、样式风格上难以与同时期的北朝

和百济实物资料进行具体比较。但通过塑像残件

的遗痕所揭示的三者之间制作工艺的异同却颇耐

人寻味。

首先。三者的塑像都是身、首单独制作。然后以

木杆等相结合。身像的内腔都以植物杆茎结扎成束

作为芯骨。只是以永宁寺塑像为代表的北朝塑像植

物杆径较小．红土桥南朝塑像似为杆径较大的芦

苇．而以定林寺、益山帝释寺废弃场为代表的百济

塑像的芯骨植物杆径似处在前两者之间舢。这应是

三地就便取材的缘故。

其次。三者的塑像外表都有红、白、黑等色彩

绘．都因佛寺火灾焚毁而烧结，但以永宁寺、朝阳

北塔为代表的北朝塑像烧成温度不高，胎体内外

烧结程度有别，胎体内外及器表各部位呈现灰、红

色差较大。而红土桥南朗塑像和以定林寺、帝释寺

为代表的百济塑像则烧成温度较高，内外烧结透

实，胎体内外及器表各部位呈色基本一致。前者显

然是因火灾焚烧所致。后两者烧结程度之高决不

能仅归因于火灾焚烧，而应是泥塑成像后入窑烧

造而成。只是红土桥南朝塑像内外胎体均呈颜色

一致的砖红色．而定林寺、帝释寺塑像胎体似以灰

色为主．这可能主要是因它们在氧化或还原的不

同窑室气氛中烧成引起。青阳汪津里、青阳本义里

两处百济塑像都出自窑址。就更为我们上述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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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可靠的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土桥南朝

塑像和定林寺、帝释寺等百济塑像应称作陶塑像

才是。

第三，红土桥出土的南朝塑像中不少标本胎

表都遗有一层薄釉，只是因为胎、釉结合不牢而釉

层大多剥落。相似现象亦见于定林寺阎、扶余旧衙

里[33】等遗址出土的百济泥塑像残件，所见釉彩有

黑、黄、绿、黄褐等色。但前述诸北朝泥塑像胎表皆

未见施釉现象，显示出其间制作工艺的明显差异。

概而言之，从制作工艺角度观察，红土桥南朝

泥塑像与百济泥塑像、北朝泥塑像之间存在一定

的共性，这既是三者共同的时代特点，也反映出其

间内在的联系。更需重视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红

土桥南朝塑像与定林寺等百济塑像皆经入窑烧

固，入窑前还均作了施釉处理以妆饰塑像，属于同

一制作工艺技术传统无可置疑。而前文列举的北

朝诸塑像皆未发现如上现象刚，应该属于另一制

作工艺技术传统。

定林寺等百济泥塑像与红土桥南朝泥塑像制

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性。显然是百济佛教文化

深受中国南朝影响的结果。据《三国史记》卷二十

四《百济本纪第二》记载：百济枕流王即位当年(东

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秋七月，遣使入晋朝

贡。九月，胡僧摩罗难随自晋至。王迎之，致宫中礼

敬焉。佛法始于此。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

僧十人”。从文中同年七月遣使入晋，九月胡僧由

晋至国的情况看，似乎胡僧是随百济国使入国．那

么摩罗难陋就有可能是受东晋政府的派遣。此为

百济佛法之始。此后，佛教在百济上好下化，渐次

昌隆。至梁代，随着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日益密

切．百济从佛教已高度发展的梁代学习借鉴佛法

尤勤。《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云：百

济圣王十九年(梁大同七年，541年)，“王遣使人梁

朝贡，兼表请《毛诗》博士、《涅檠》等经义，并工匠、

画师等。从之”陶。亦有百济僧人入梁问道求法。

《法华经传记》卷六载：“百济沙门释发正，梁天监

中，负笈西渡，寻师问道。颇解义趣，亦修精进，在梁

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归本土，发正自道闻他

说。”∞乃至大通元年(527年)，百济圣王在国都熊

川(即熊津．今公州)为梁武帝创寺，名大通寺吲。然

当此之时，百济却长期未与北魏建立外交关系。盖

卤王十八年(北魏延兴二年、刘宋泰豫元年，472

年)，百济首次遣使北魏乞师讨伐高句丽遭拒后，

“(盖卤)王怨之，遂绝朝贡”阐。此后，百济开始执

行完全一面倒的外交国策，在东城王、武宁王、圣

王三王时代(479～554年)，彻底断绝与大陆北朝

诸政权的外交来往，而仅向南朝建康的齐、梁政权

朝贡。直到圣王之子威德王执政期间(554～598

年)，才逐渐建立起与北齐、北周和隋诸北朝政权

的朝贡外交关系嗍。在此时代背景下，以定林寺为

代表的百济泥塑像之制作工艺技术传统接受南朝

影响，而与迄今发现的诸北朝泥塑像制作工艺技

术传统迥然有别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我们已知，大同七年(541年)，梁武帝曾敕给

百济《涅粱》经义及工匠、画师等。因韩国公州发现

有属于典型“建康模式”的百济武宁王陵、宋山里6

号坟等砖室墓葬，一般认为前往百济的南朝梁代

匠师中应有筑墓工匠嗍。本文揭示的百济与红土

桥南朝泥塑像制作工艺技术传统的一致性，使我

们进而怀疑由南朝而来的工匠、画师也可能介入

了包括泥塑像制作在内的百济佛寺的营建。南朝

佛教文化对百济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可能超乎我们

以往的想象。我们相信，随着南京地区南朝佛教考

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将会有更多的实物材料来证

实以上推断【411。

(附记：参加本次考古发掘的有南京市博物馆

张九丈、王光明、王志高、曾杉林。本文原系笔者

2009年10月7日至10月10日在韩国扶余“百济·东

亚西亚交流国际论坛”上的发言．这次作了一定的

修改和补充。在有关韩文资料的搜集研读过程中，

承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李炳镐、釜山大学考古系

梁银景等友人之助，谨致谢意。)

【1】[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2】【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

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3】唐·许嵩：《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49页。

【4】唐·许嵩：《建康实录》第209页。运沟即是运渎。

【5】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一，中华书

局2006年，第23页。又《大正藏》第50册粱·释宝唱《比

丘尼传》卷一云：“建元二年，皇后褚氏为立寺于都亭里通

恭巷内，名日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1年出版之《高僧传合集》所附之《比丘尼传》卷

一则记：“建元三年，皇后褚氏为立寺之都停旦运巷内．名

日延兴。”第964页。按东晋康帝建元年号仅有二年，此

误。又“都亭里通恭巷”、“都停旦运巷”应是“都亭里运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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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讹误。《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街巷》即云：“运

巷。在今天庆观(即今朝天宫)相接。沈约《自序》日：‘王父

从宦京师，义熙十一年，高祖赐馆于都亭里之运巷’。《世

说序录》：冶城在今运巷东旧里亭。今俗呼黄泥巷。”《至正

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二·街巷》则引“戚志云(运巷)当

临运渎”。可以为证。

【6】原文标点为“镇西将军谢尚造谢寺，今改名兴严寺，即延兴

寺，东隔运沟东岸也。”误，兴严寺(谢寺、谢镇两寺)与延

兴寺为两寺。参见唐·许嵩：《建康实录》第228页。

【7】《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桥梁》“运渎六桥·高晔

桥”条引《建康实录》云：“建康西尉在此，今建兴寺北路东

出度此桥(高哗桥)，宜在今乾道桥左右。”《至正金陵新

志》卷四下《疆域志二·桥梁》“运渎六桥·商哗桥”条亦引

《建康实录》云：“古建康西尉在此桥(高哗桥)西，建兴寺

北路东出度此桥，宜在今乾道桥左右。”按：据前引《建康

实录》卷二、卷八记载，二志中“建兴寺”乃“延兴寺”之误。

【8】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第45页。

【9】夏仁虎：《秦淮志》第三卷。南京出版杜2006年，第17页。

[10】运渎在草桥北东折后循今木料市以东北行，故此应为“再

北过草桥而东折”。陈作霖：《运渎桥道小志》，《金陵琐志

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年。

【11】今红土桥虽已不存，但周围居民仍习惯将鼎新路中段一

带称作红土桥。

【12】《南朝佛寺志》卷上延兴寺条认为该寺“在运渎西岸(今北

乾道桥一带)”。但如本文述考延兴寺北隔路还有建康西

尉．若延兴寺在北乾道桥(即清代草桥)一带，其北不远就

是运渎东折河道和西州城前大道．则与建康西尉之空间

位置关系明显不符，故《南朝佛寺志》推论有误，延兴寺应

在乾道南桥(红土桥，即古高哗桥)一带。

【13】[韩]梁银景：《朝阳北塔出土泥塑像的渊源及奉安场所探

讨》，刊《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2008年12月。

【14】此类文献甚多，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15】【16】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

卷一oo，中华书局2003年，第2891页。

【17】宋·释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大正藏》第49册。

【18】隋·释灌顶撰《国清百录》卷二，《大正藏》第46册。“总持”

为晋王杨广从智觊受菩萨戒后所名法号。

【19】据贺云翱《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瓦当初探》(《东亚考

古论坛》创刊号，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一

文．2001年至2002年，位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南朝时期二

号寺遗址曾出土一件小型陶塑残佛像．但此靼像的详细

资料迄今尚未正式公布。2009年春，承贺云翱教授美意，

笔者曾随到宁访问的韩国考古学者一起考察了此塑像。

【2l】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白灵淖

城园圃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

期。

【22】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2007年第4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

临漳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

2003年第lO期。

【2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

新进展》，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

出版社1991年。

【26】[韩]李炳镐：《扶余定林寺址出土泥塑像的制作技法与奉

安场所》附表二，[韩)《美术资料》第七十二、七十三号，国

立中央博物馆2005年，第64页。

【27】[韩]尹武炳：《定林寺址发掘调查报告书》，忠南大学校博

物馆、忠清南道厅，1981年。

[28】本表参照前揭李炳镐《扶余定林寺址出土泥塑像的制作

技法与奉安场所》附表二及梁银景《百济扶苏山寺址出土

品的再检讨与寺刹的性格》附表一改制。

【29】参见前揭粱银景、李炳镐文；钱国祥：《北魏洛阳永宁寺塑

像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30】杨泓：《中国南朝对百济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文物报》

2009年2月20日及2月27日第7版；杨泓：《百济定林

寺遗址初论》，《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2年；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

广铭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l】[韩]圆光大学校博物馆、益山市：《益山王宫里传瓦窑址

(帝释寺废弃场)试掘调查报告书》，《博物馆学术丛书》第

23册，2006年。

【32】参见前揭定林寺发掘报告及李炳镐《美术资料》第七十

二、七十三号文。

【33][韩]李炳镐：《扶余旧衙里出土塑造像及其遗迹的性格》，

刊《百济文化》第三十六辑，公州大学校百济文化研究所，

2007年。

【34】山东境内的东魏、北齐佛寺遗址曾经出土过陶塑像。所知

有两例：一例为1976年博兴张官大队龙华寺遗址出土一

批北朝佛像，其中有多件索烧陶造像，见常叙政、李少南：

《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第7

期，该文中称这些素烧像为“模印白瓷素烧”像．然刘凤君

著《山东佛像艺术》一书第62页则云为“模印素烧”像。文

物出版社2008年；一例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大型

佛教造像窖藏中发现少数陶塑和彩塑泥质造像残件。见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

报》，《文物》1998年第2期。山东地区因与南朝疆域接

壤，境内北朝佛教文化深受南朝影响。寺院遗址发现与南

京红土桥类似的陶塑像不足为怪。然冈有关材料报道简

略，具体情况难明。聊记于此，俟机详考。

【35】《粱书》卷五十四《诸夷传·百济》亦载：“中大通六年(534

年)、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

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救并给之。”

[36】《法华经传记》卷六，《大正藏》第51册。

【37]《三国遗事》卷三载：“又于大通元年(527年)丁未为梁帝

创寺于熊川州，名大通寺。”注云：“熊川即公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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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

【39】王志高：《韩国公州宋山里6号坟几个问题的探讨)，《东

南文化》2008年第4期。

【40】王志高：《百济武宁王陵形制结构的考察》，《东亚考古论

坛》创刊号，韩国(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2005年。又收录

于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

版社2006年。

【4112008年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今南京新街口东北、

中山路以东、长江路以南的德基广场二期工程工地发现

一批南朝鎏金铜质佛教造像．其中见有梁大通元年(527

年)题记。初步比较这批金铜造像与同时期的百济金铜

像，竟然发现两者在造像内容题材、人物样式、铸造技法

等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足证百济泥塑像承继南朝制作

工艺技术之传统绝非偶然。详细资料容待稍后整理发表。

On the Clay Figllrin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Unearthed from

Nanjing Hongtuqiao and the Related Is蚰es

WANG Zhi—gao WANG Guang—ming

(Nanjing MunicipaJ Museum，Nanjing，Jiangsu 2l 0004)

Abstract：A nu珈【ber of clay 69urines were unearthed f}om Nanjing Hongtuqiao，a site related with Yanxing

7remple ofthe Southem Dynasties．It wasthe 6rst discovery in Jiankang district ofthe six Dynasties．Viewing fbm

theproducingtechnology，suchastheproces80fpainting，glazingand矗rin昏thesefigurinesaresimilarwiththose

0f the same period made in Baekje and share the same producing technolog)，while show clear difkrence with

those oftheNorthem Dynasties，which suggeststhe Buddhist culture oftheSouthemDynasties everhadsignificant

innuence on Baiji．

Key words：Hon舀uqiao，Nanjing；clay 69urines of the SoutherTl Dynasties；Yanxing temple；pmducing

technology；Baekje；the Northem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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